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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与收入波动：过渡期预防返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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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西南一个脱贫县的建档立卡数据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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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防止脱贫人口规模性返贫是过渡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做好乡村振兴衔接的底线要求。 基

于返贫风险发生的内在逻辑，从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两大维度来考察脱贫人口的返贫风险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结合建档立卡户微观数据和实地调研发现：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样本县脱贫人口总体收入水

平显著提高，这主要有赖于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增加；不同收入组间的差距在拉大，内部流动性很强，
增加了收入水平的不稳定性；受生命历程、市场因素、外部冲击和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脱贫人

口依然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从“水平－波动”双维度估算，样本县稳定脱贫人群约占 ３６．４９％，暂时性

困难人群约占 ２３．５１％，边缘人群约占 ２４．５８％，易返贫人群约占 １５．４２％。 过渡期预防返贫应健全完

善防止返贫监测体系、预警机制和大数据平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实施针对四类脱贫

人群的精准防贫策略，从提升收入水平和减小下行波动两方面拓展防贫路径。
关键词：收入水平；收入波动；返贫风险；精准防贫；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Ｆ３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４６５（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１０－１３

贫困可分为原生贫困与再生贫困 ［１］ ，实现可持续稳定脱贫不仅要消除原生贫困，亦要破解

再生贫困即返贫问题。 ２０２０ 年中国实现现行标准下的 ９８９９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以消除

绝对贫困为目标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全面胜利。 但作为一个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特

征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问题往往会表现出生产和再生产的交替更迭、循环往复过程 ［２］ 。 农村

生计系统的脆弱性、生产要素与资源配置转换的受限性、自然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政治经济和社

会文化环境的低交互性 ［３］ ，导致后扶贫时代脱贫人口返贫的压力长期存在。 而以动员式、战役

式为主的事后治理模式容易陷入“扶贫－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 ［４］ ，对实现可持续脱贫的作用

存在一定局限，难以从根本上完全化解脆弱性返贫和冲击性致贫风险。
在国家顶层设计上，中央层面已将防止返贫列为重要政策议程，脱贫地区设立五年过渡期，

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其中，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是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之年乃

至整个五年过渡期“三农”工作最基本的目标任务。 这是在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

提出来的，既承认脱贫人口在一定时间内的波动是客观存在的，又要求返贫规模必须控制在较

小的范围内、少量返贫人口的生活水平不能跌入贫困谷底、下行波动的时间不能过长，不要让小

问题变成大问题，不使暂时性困难变成长期贫困。
过渡期将从过去解决大面积的确定性贫困转向今后瞄准少部分不确定的贫困，中国贫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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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也亟须循序渐进、不断创新，通过适应性转型与时俱进。 这一目标客观上要求农村减贫

的战略与政策实现从“扶贫”向“防贫”转变 ［５］ ，从侧重事后治理转至事前事后治理并重，从简单

的治贫维度转至更多维度上的防贫治理，通过提前实行针对性的精准防贫政策，全方位提升脱

贫攻坚质量 ［６］ 。 ２０１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同年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都明确指出，要建

立健全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帮扶机制，减少和防止脱贫人口返贫；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６ 日，习近平总

书记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要求“要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

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不能等他们返贫了再补救” 。 ２０２１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增强风险意识，研判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均

预期寿命提升、受教育年限增加、劳动力结构变化等发展趋势，提高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 。 因

此，梳理过渡期脱贫人口易返贫的潜在风险点，实行动态和精准防贫策略以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脱贫人口返贫成因及其治理的理论逻辑

防止脱贫人口返贫既是脱贫攻坚政策的逻辑延续，亦是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治

理相对贫困的核心要义，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工程。 目前，学界围绕脱贫人口返贫问

题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从返贫成因与返贫治理两种进路展开论述。
（一）返贫成因

返贫成因方面，各种可控与不可控的返贫诱导因素使脱贫对象面临返贫窘境 ［７］ ，有学者将

返贫的诱导因素归纳为返贫主体、客体和载体三个方面 ［８］ 。 亦有学者从政府导向即政策性返

贫、贫困人口自身导向即能力缺失返贫、环境导向即因灾返贫、其他约束性因素即发展型返贫来

概括返贫成因 ［９］ 。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将返贫成因细分为能力习惯型返贫、资源环境型返贫、灾
害风险型返贫和政策制度型返贫四种类型。 第一，就能力习惯型返贫而言，返贫的实质在于已

脱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其在应对外在风险方面有着天然的脆弱性，面对冲击的抵御能

力和恢复能力弱。 换言之，由于脱贫对象“抗逆力”不强 ［１０］ ，任何微小的变动，甚至于简单的政

策倾斜优势丧失，亦会使其重新陷入贫困 ［１１］ 。 同时，受需求层次变化规律影响，脱贫对象容易

出现支出骤增或收入骤减状况，严重冲击脱贫效果的稳定性 ［１２］ 。 第二，就资源环境型返贫而

言，自然禀赋、生存条件、基础设施、收入水平、人力资本等因素与脱贫人口的生计稳定性紧密相

关 ［１３］ ，而易于陷入贫困的人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通常比较恶劣。 第三，就灾害风险型

返贫而言，灾害与贫困具有高度相关性，灾害的发生不仅会引发收入水平的波动，还会加剧贫困

的深度与广度。 例如，地震、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不仅使脱贫对象面临生命与财产损失，还
造成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损坏，严重影响区域发展环境和脱贫对象的生计稳定 ［１４］ 。 第四，就
政策制度型返贫而言，在致贫和导致脱贫人口返贫的风险因子并未消除之前，一旦反贫困干预

力量减弱或退出，导致风险因子被触发，则极易出现脱贫人口收入水平大幅波动进而诱发返贫

的现象 ［１５］ 。 部分地区帮扶举措浮于表面，重视对“生存性贫困”的输血需要，而轻视对“发展性

贫困”造血机制培育，导致区域性帮扶制度与政策举措碎片化，进而诱致返贫与贫困代际传递等

次生问题 ［１６］ 。
（二）返贫治理

返贫治理层面，既有研究主要从能力提升、环境改善、风险纾解机制创新和政策协同等方面

对具体返贫治理路径展开分析。 第一，依靠脱贫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有效应对各种致贫因素是

实现脱贫对象稳定脱贫的根本路径 ［１７］ 。 脱贫地区应以市场为导向提升农户技能、增强就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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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普及农业实用技术的同时加强脱贫户新型实用技术与市场营销等多方面知识的培训，增
强其从业就业能力，进而稳步提升其收入水平。 同时，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升高质量教育供给

水平，充分发挥教育对于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 ［１８］ 。 第二，环境改善是防止返贫的重要途

径。 脱贫地区需对保障型、激励型、培育型等各类政策工具进行选择优化， 避免陷入生态型贫

困治理“内卷化”的泥潭 ［１９］ ，进而实现以社区为中心的生态服务型经济 ［２０］ 。 第三，风险纾解机

制创新是防止返贫的重要手段。 虽然作为风险防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但农

村社会保障功能单一、保障水平较低，未能从根本上化解致贫风险。 脱贫地区探索防贫综合保

险模式 ［２１］ ，可以有效对冲致贫风险，实现防贫固果的制度目标。 第四，政策协同是防止返贫的

重要保障。 以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为目标，推动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帮扶关口前移，斩
断因病致贫形成路径 ［２２］ 。 破解在社会保障待遇方面出现的城乡分割和群体分割难题，由顶层

设计消除制度安排给社会保障领域带来的“碎片化”现象，进一步织密兜牢“社会安全网” ，以减

缓和消除各种风险带来的冲击 ［２３］ 。 同时，不断优化政府脱贫成果考核机制，在长期目标导向和

政策行为规范与脱贫效果评估的“双原则”下建立新型综合考核体系，扭转因考核机制本身导

致的基层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短视行为 ［２４］ 。
（三）防止返贫的综合分析框架

防止返贫可以从发生学和现象学等角度进行研究。 从返贫发生学角度，涉及脆弱群体、生
命周期和风险等理论；从返贫现象学角度，返贫现象主要是通过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表达出来

的。 从发生学角度，返贫现象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脱贫对象的脆弱性与能力不

足是返贫的主要成因，政策短视带来的轻视脱贫长期发展目标倾向亦会导致返贫，因病、因灾与

自然环境恶劣是返贫的重要诱因，此外，脱贫对象自身主观能动性不足也会带来返贫。 返贫问

题的治理既要从物质上投入，更要从思想和精神上给予帮助。 通过提升脱贫对象发展能力、加
强生态环境保护、创新风险纾解机制和协同优化帮扶政策等措施来实现脱贫人口稳定脱贫。 既

往现象学研究从不同角度对防止返贫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理论思考，表明脱贫人口是否返贫主要

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两大变量。 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返贫成因时着重以返贫发

生后的事实判断为主，对返贫发生前的超事实情景推断存在一定忽视；二是提出的防止返贫对

策缺乏类型化和精准化思考；三是研究方法多以定性评述为主，相关数据和案例的佐证仍显不

足。 鉴于此，结合发生学和现象学的视角，本文构建了一个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综合分析和预防

框架（图 １） 。

图 １　 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综合分析和预防框架图

该框架试图基于建档立卡脱贫户收入数据和实地调研观察，从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两个维

度对脱贫户返贫风险进行分析，进而采取现象学的方法将脱贫人群划分为“水平较高、波动较

小”的稳定脱贫人群、“水平较高、波动较大”的暂时性困难人群、“水平较低、波动较小”的边缘

人群和“水平较低、波动较大”的易返贫人群四种类型，并剖析不同类型脱贫人群的特征，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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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脱贫地区做好过渡期内脱贫人口返贫风险防范工作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因应之策，以丰富和发

展贫困预防研究领域成果，构建稳定长效的防止返贫格局。

二、过渡期脱贫人口收入水平与收入波动的实证分析

脱贫人口是否返贫主要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两大变量，这两大变量构成本文分析的

两大维度。 在 ２０２０ 年底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时间节点上，所有建档立卡人口全部实现了

脱贫。 当脱贫人口收入水平足够高或收入波动足够小时，意味着脱贫人口实现了稳定脱贫。 事

实上，尽管建档立卡人口在脱贫攻坚中已经实现了“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 ，但部分脱贫人口

的脆弱性本质和面临的风险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统计，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全国

年度返贫人口分别为 ６８．４ 万、２０．８ 万、５．８ 万和 ５４００ 人①。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需
要对脱贫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状况进行常态化比对、动态化监测，在识别出需要进一步

巩固成效的脱贫对象基础上，明确针对不同类型人群的政策着力点并实行分层分类帮扶，提高

防止返贫政策的效率和精准度。
（一）收入水平维度的分析

１．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总体收入水平变化

收入水平是脱贫攻坚中衡量建档立卡户是否达到脱贫标准的重要指标，也是过渡期识别脱

贫人口返贫风险的重要维度。 脱贫攻坚以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保持快速增长。 根据国家

农村贫困监测调查，２０２０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达到 １０７４０ 元，国家贫困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２５８８ 元，党的十八大以来年均增长 １１．６％，高于全国农村居民 ２．３ 个百分点。
为了详细剖析脱贫人口的收入水平，笔者以西南地区脱贫县 ＧＷ 县为例进行分析。 ＧＷ 县属于

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重点县，２０１４ 年，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共有建档立卡户 ２２２２１ 户

８２４９１ 人，贫困发生率为 ２５％；２０２０ 年，共有建档立卡户 ２３６８０ 户 １０２３２８ 人，全县建档立卡人

口全部实现脱贫。
经过脱贫攻坚战，ＧＷ 县脱贫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显著提高，但其中一部分脱贫人口收入

水平仍然较低。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ＧＷ 县建档立卡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３１８４． ８５ 元增长至

１１２０６．８４ 元，年均增长 ２３．３３％。 整体而言，２０２０ 年，ＧＷ 县建档立卡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全

国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８９．０２％。 结合不同收入区间建档立卡人口分布示意图见

图 ２。

图 ２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不同收入区间建档立卡人口概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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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ＧＷ 县所有建档立卡人口的收入都超过了国家贫困标准（ ４０００ 元） ，其中有 ８．５７％
的脱贫人口收入超过了 ２０２０ 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７１３１ 元） ，这部分群体的收入

通过脱贫攻坚迈上了新台阶。 同时，仍有 ３．９１％的脱贫人口收入低于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中位数的 ４０％（６０８２ 元） ，接近现行国家贫困标准的 １．５ 倍（ ６０００ 元） ，距离该省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１６４２ 元）存在相当一段差距。 ＧＷ 县建档立卡群体尽管已经摆脱绝对贫困，
但是部分人口收入仍处于低水平状态，一旦遭遇疾病、疫情、突发意外等因素的冲击，可能会出

现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情况，若无相应政策帮扶，极易返贫。
２． 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收入内部组别流动

从建档立卡人口内部分组看，如果按收入高低对建档立卡人口进行五等分组（表 １）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对象中的中高收入组从收入角度已经脱贫（当年贫困线 ２８８４ 元）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期

间，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收入均值绝对差距在扩大，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９１７ 元扩大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１４１２ 元。 建档立卡人口高、低收入组收入相对差距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４６ 倍扩大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６９
倍。 可见，经过脱贫攻坚，ＧＷ 县建档立卡人群收入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

也在持续扩大，样本地区相对贫困现象将长期存在。
表 １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人口收入五等分组（元）

收入分组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差异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差异
均值差异

低收入组 １９９９ ０ ２３３０ ２３３０ ６７２４ ４００３ ７７８３ ３７７９ ４７２５

中低收入组 ２５３９ ２３３０ ２７３８ ４０８ ８５９７ ７７８３ ９４００ １６１７ ６０５８

中等收入组 ２９７１ ２７３８ ３２２８ ４９０ １０２４９ ９４００ １１１３２ １７３２ ７２７８

中高收入组 ３４９９ ３２２８ ３８４１ ６１３ １２３２７ １１１３３ １３８７３ ２７４０ ８８２８

高收入组 ４９１６ ３８４１ ２１５００ １７６５９ １８１３６ １３８７５ ９７８７９ ８４００４ １３２２０

高低组间差异 ２９１７ ３８４１ １９１７０ １５３２９ １１４１２ ９８７１ ９００９６ ８０２２５ ８４９５

　 　 数据来源：ＧＷ 县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从 ＧＷ 县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建档立卡户收入五等分流动情况得知（表 ２） ，脱贫攻坚中建档立

卡户的进步不是同步的，他们在不同组别之间移动是相当普遍的。 通过收入信息比对后得知，
经过 ６ 年脱贫攻坚战，２０１４ 年低收入组中有 ２２．６６％的建档立卡户仍然处于低收入组，１９．３８％
的建档立卡户向上移动 １ 层，２０．６６％的建档立卡户向上移动 ２ 层，１８．２８％的建档立卡户向上移

动 ３ 层，还有 １９．０２％的建档立卡户向上移动 ４ 层。 但也看到，相对分组位置下行的情况也很普

遍，例如 ２０１４ 年高收入组中仅有 ２２．５５％的建档立卡户仍然保持在高收入组，其余 ７７．４５％的建

档立卡户不同程度地向下移动，反映了相当部分的建档立卡户相对收入水平的不稳定性。
表 ２　 ＧＷ 县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建档立卡户收入五等分组组间移动情况（％）

收入分组
２０２０ 年

低收入组

２０２０ 年

中低收入组

２０２０ 年

中等收入组

２０２０ 年

中高收入组

２０２０ 年

高收入组

２０１４ 年低收入组 ２２．６６ １９．３８ ２０．６６ １８．２８ １９．０２

２０１４ 年中低收入组 ２１．１３ １９．２９ ２０．７７ ２０．８３ １７．９８

２０１４ 年中等收入组 ２０．１２ ２０．３３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５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４ 年中高收入组 １８．２２ ２０．８６ １９．２９ ２０．９６ ２０．６６

２０１４ 年高收入组 １７．８７ ２０．１４ １９．４６ １９．９８ ２２．５５

　 　 数据来源：ＧＷ 县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２０ 年共同匹配建档立卡户 １８２４５ 户。

３． 建档立卡脱贫人口收入的主要构成

从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人口收入结构得知（表 ３）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工资性收

入取代经营性收入成为脱贫人口收入来源的主渠道，由 １１０３．９６ 元增长到 ７６６０．１５ 元，占比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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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６％ 升至 ６８．３５％。 在脱贫攻坚中，ＧＷ 县通过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务输出、发放外出务

工补贴、创建扶贫车间、开发公益性岗位等一系列举措鼓励建档立卡人口外出务工就业。 从数

量上看，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外出务工的建档立卡人口数量由 １５８１０ 人增加到 ３７２６７ 人，在 ２０１４ 年

和 ２０２０ 年建档立卡总人口中的占比也由 １９． １７％升至 ３６． ４２％。 通过外出务工实现脱贫的人

群，同时也要承受经济危机、市场波动、环保“停工令” 、机械化生产和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力等因

素引起的就业不稳定和工资收入下降的风险。 从年龄结构上看，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外出务工脱贫

人口中年龄超过 ５０ 岁的占比为 １６．５３％，这部分人群即将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脱贫的主要收

入支柱———工资性收入将会大幅下降。
表 ３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人口收入结构

人均收入构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收入（元） 占比（％） 收入（元） 占比（％）

人均工资性收入 １１０３．９６ ３４．６６ ７６６０．１５ ６８．３５

人均经营性收入 １３６６．１９ ４２．９０ １５５６．３０ １３．８９

人均财产性收入 ２２０．１６ ６．９１ ２６０．１８ ２．３２

人均转移性收入 ４９４．５５ １５．５３ １７３０．２１ １５．４４

人均可支配收入 ３１８４．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０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数据来源：ＧＷ 县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经营性收入是 ＧＷ 县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 ４２．９０％。 ＧＷ 县建档立

卡人口在脱贫攻坚前主要从事传统种养殖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收入水平较低，同时面临来自农

业灾害和市场波动等方面的风险。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建档立卡人口人均经营性收入增加幅度很

小，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大幅下降，表明建档立卡人口已摆脱了传统经济模式下过分依赖农业生

产收入的格局。 进一步分析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户经营性收支情况得知（表 ４） ，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不同收入分组的建档立卡户经营性收益并未显著提高，相反，投资收益占比均

有所上升。 收入分组越高的建档立卡户生产经营收益相对越高，但是投资收益比也更高。 由此

可见，精耕细作的小农农业生产经营效率高但收益少，而生产规模较大的农户尽管收益更多但

是效率却相对较低，这也是农户从农业生产经营转向外出务工的重要原因。
表 ４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户经营性收支情况

收支结构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低收入组
中低收

入组

中等收

入组

中高收

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中低收

入组

中等收

入组

中高收

入组
高收入组

经营性支出（元） ４３８．９４ ７１７．６２ １２３６．３２ １５００．４２ ２５５０．８０ ６６１．４７ ９８４．４５ １２３０．３２ １７７４．７３ ５０５２．０９

经营性收入（元） ２８６２．３８ ３７６６．８４ ５２４４．６３ ６２４０．４４ ８６３０．７１ ３１２３．３２ ４２５２．３９ ４９８６．７８ ６５２１．３９ １３８５２．２１

净收益（元） 　 　 ２４２３．４４ ３０４９．２２ ４００８．３１ ４７４０．０３ ６０７９．９３ ２４６１．８５ ３２６７．９３ ３７５６．４６ ４７４６．６６ ８８００．１３

投资收益占比（％） １８．１１ ２３．５３ ３０．８４ ３１．６５ ４１．９５ ２６．８７ ３０．１２ ３２．７５ ３７．３９ ５７．４１

　 　 数据来源：ＧＷ 县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ＧＷ 县建档立卡人口转移性收入由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９４．５５ 元增长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７３０．２１ 元，但占比基本持平，分别为 １５．５３％和 １５．４４％。 总体来看，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建档立卡户

中有 ４５．３３％的脱贫户领取了低保或五保金，有 ２１．１８％的脱贫户领取了生态补偿金。 进一步分

析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户转移性收入领取情况得知（表 ５）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随着

建档立卡户收入的增加，不同收入组别的建档立卡户中领取低保或五保金的户数占比均有所下

降，但 ２０２０ 年低收入组中领取低保或五保金的比例仍达到 ５２．３４％。 低收入组中领取生态补偿

金的比例相对其他收入组小，反映了低收入组人群本身拥有的生产资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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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建档立卡户转移性收入领取情况（％）

转移性收入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低收入组
中低收

入组

中等收

入组

中高收

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中低收

入组

中等收

入组

中高收

入组
高收入组

低保金 ／ 五保金 ７０．７０ ６４．３６ ５５．４３ ４９．１４ ５４．８５ ５２．３４ ４８．７３ ４９．５８ ４２．５５ ３３．４５

生态补偿金 ２９．６１ ３７．２２ ３６．０１ ３２．１３ ３２．３４ １９．７８ ２２．５５ ２０．９５ ２１．８５ ２０．７８

　 　 数据来源：ＧＷ 县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对 ＧＷ 县收入五等分组建档立卡户的收入结构进行分析得知（表 ６） ，在 ２０２０ 年高收入组

脱贫户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占比高，分别为 ７０．３２％和 １９．５４％。 除了高收入

组外，其他收入组的转移性收入占比均超过了经营性收入占比，其中，低收入组的人均转移性收

入占比高达２６．２３％，是人均经营性收入占比的 ２．８２ 倍。 由此可见，高收入组建档立卡户主要依

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实现增收，低收入组建档立卡户的增收仍对转移性收入有较大依赖

性，其经营性收入增长潜力有待挖掘。
表 ６　 ＧＷ 县 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收入五等分组建档立卡户的收入结构（％）

家庭人均收入构成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低收

入组

中低收

入组

中等收

入组

中高收

入组

高收

入组

低收

入组

中低收

入组

中等收

入组

中高收

入组

高收

入组

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 ２８．７８ ３５．５３ ３５．２４ ３８．２４ ３３．７１ ６１．７８ ６８．６５ ６５．６３ ７１．１１ ７０．３２

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 ３４．４２ ３７．５６ ４４．１５ ４３．６９ ４７．７８ ９．３１ １０．５９ １１．１１ １２．６７ １９．５４

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 ７．１４ ６．００ ６．５１ ７．４９ ７．１２ ２．６８ ２．６６ ２．２８ ２．１６ ２．１６

家庭人均转移性收入 ２９．６６ ２０．９１ １４．１０ １０．５８ １１．３９ ２６．２３ １８．１０ ２０．９８ １４．０７ ７．９７

　 　 数据来源：ＧＷ 县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二）收入波动维度的分析

收入波动是决定脱贫人口是否返贫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尽管脱贫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明

显提高，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可能引起收入波动的变量。 本文从生命历程中的脆弱

点、市场风险因素、灾害疫情冲击和政策调整 ４ 个方面对脱贫人口在过渡期可能面临的发展趋

势进行研判分析，以提高防止返贫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１．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收入波动

在生命历程视角下，社会规定性和年龄层级性是建构个体发展轨迹的两大关键点，其引发

的一系列的延续和转变与个体的收入波动紧密相关 ［２５］ 。
第一，“保基本”的学生资助体系与农村脱贫户更高的教育需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部分地

区脱贫户较多存在多子女同时就读的情况，而“义务教育有保障”主要是保障其家孩子能够接

受九年义务教育，实际上，学前、高中、大学教育往往给脱贫户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例如，ＧＷ
县邹女士一家由公公、夫妻二人以及三个孩子共六口人组成，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邹女士的丈

夫外出务工的工资以及邹女士打零工的收入。 三个孩子分别是 ２３ 岁、１６ 岁和 ５ 岁，就学状况分

别为师范类中专刚毕业、警校类中专在读和幼儿园在读。 据邹女士计算，在师范类中专上学的

孩子 ５ 年共支出 ２０ 万元，２０２０ 年毕业参加全县教师考试，已经入围，但前期面试辅导班培训费

就支出 ５０００ 元；正在警校上学的孩子每年学费、生活费等共需要 ２ 万元；最小的孩子幼儿园一

年的学费为 ５６００ 元。 邹女士在县城租房陪读，房租 ６００ 元 ／月。 从邹女士家庭账本得知，尽管

家庭年收入接近 １０ 万元，但仅花费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就达到 ７２８００ 元。
第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积极投身于工业化

和城镇化建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接近或达到退休年龄，正逐步退出

劳动力市场。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总量

６１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２１ 卷



已超过 ２．９ 亿人，其中 ５０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为 ２４．６０％①。 由于农民工工作流动频繁、非正规经

济部门用工制度不规范等原因，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长期在低位徘徊。 他们返乡后将普遍面

临收入骤减、年老体弱、缺乏养老保障等现实问题，由此容易陷入因老返贫、因老致贫的困境。
第三，成年结婚组建家庭是支出性贫困的重要原因，部分地区彩礼高企，多数家庭还要求结

婚建造新房或在城市买房，从而进一步推高婚姻成本，男方为此面临既有储蓄的消耗殆尽，造成

“辛辛苦苦几十年，结婚回到解放前”的境况。 巨额婚姻成本和不合理的婚姻支出背后是多个

家庭的支出性贫困危机。 受传统观念影响，父辈肩负着替后辈完成婚姻筹备的代际责任，由此

引发贫困的代际逆传递问题，即父辈基于传统宗法观念和对后辈的价值预期，采用自我剥削的

方式将毕生积累的资源无偿赠予后辈以助其完成人生使命 ［２６］ 。 而完成资源输送后的父辈往往

身无长物甚至负债累累，为偿还债务常常压缩生活成本与基本需求，造成父辈生活贫困。
２．市场因素影响下的收入波动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脱贫人口的收入会伴随价格、资本和信息等市场因素的波动而波动。
从农用物资价格看，种子、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升，会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间接影响了农

民收入。 如 ＧＷ 县 ＳＣ 乡农业种植以玉米、大豆、烤烟为主，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农业产业基础较

薄弱，农业生产效益低下，若遭遇化肥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必将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从资本

市场来看，农业资本既包括国家投入的农业政策资金，也包括社会各投资主体投入农业的各种

货币资金。 当市场经济发展不稳定时，国家农业政策资金可以保持较为稳定持续的投入，然而

由于农业投入大、回报期长且易遭到自然灾害的影响，社会投入资本必然向其他领域转移，对农

业稳定和农民增收造成不利影响。 从市场信息来看，长期以来，由于信息传递渠道落后，农产品

产销对接难度大，生产者和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我国农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经常受到

蛛网效应的影响，致使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呈现较大的波动性，表现为增产不增收或减产减收现

象，严重影响了脱贫人口的生产积极性和收入水平。
３．灾害疫情等冲击造成的收入波动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确定性，脱贫群体不仅面临周期性因素带来的波动，也可能遭遇灾害

疫情、大病重病、意外事故等难以预料的外部冲击。 这些外部冲击对脱贫户生命财产、身体健

康、农业生产活动等造成损害，直接影响脱贫户的脱贫稳定性。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其影响主

要体现在农产品销售、农民收入、就业、生产生活等方面。 在疫情暴发阶段，严格的交通管控、人
员流动限制等防控措施阻断了人员流动和物流通道，生产资料购进和产品销售渠道受阻，短期

内让经营者蒙受了一些损失。 欠发达地区的时令农产品如蔬菜、应季水果、花卉等扶贫产品也

出现了滞销和“卖难”问题。 例如，ＧＷ 县花椒扶贫产业基地在疫情的冲击下遭遇“用工荒” ，春
耕需求得不到满足，与之利益相联结的脱贫户收入也受到影响。 同时，ＧＷ 县人员流动受到限

制，复工复产推延，很多中小企业停工停业，村内外出务工人数减少，出现因疫返乡“回流”现

象，减少了脱贫户的外出务工这一收入来源。
４．政策调整产生的收入波动

政府为协调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矛盾而做的政策选择或政策调整将对脱贫人口收入造成

影响。 近年来，国家将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提升到战略高度，禁耕、禁伐、禁牧、禁止畜禽养

殖等环保治理政策不断强化，导致以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农户遭遇发展困

境。 例如，ＧＷ 县部分乡镇处于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属于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

发区，可发展的产业十分有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成本较高，经常面临

保护和开发的两难境地。 政府为协调平衡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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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政策调整将影响农民收入。 又比如，特种养殖作为带动贫困户脱贫的重要手段在 ＧＷ 县脱

贫攻坚中被广泛推行，然而，在“禁食禁养”野生动物法规政策的影响下，整个特种养殖业将面

临重大打击，一些依靠特种养殖脱贫的特种养殖户亟须转型转产，极易出现收入骤减的现象。
此外，在推动乡村建设行动的进程中，诸如土地征收与“合村并居”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一旦

“变形走样” ，将会对脱贫户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三） “水平－波动”双维度下脱贫人群的四种类型与特征

在“水平－波动”双维度下，脱贫人群可以被分为“水平较高、波动较小”的稳定脱贫人群、
“水平较高、波动较大”的暂时性困难人群、“水平较低、波动较小”的边缘人群和“水平较低、波
动较大”的易返贫人群四种类型（图 ３） 。

图 ３　 脱贫人群的四种类型和特征示意图

第Ⅰ类为收入“水平较高、波动较小”的稳定脱贫人群，如以 ＧＷ 县为例，考虑到该县脱贫人

口中等收入组最小值已经达到 ９４００ 元，这部分群体大约占建档立卡脱贫群体的 ３６．４９％。 经过

脱贫攻坚战，这部分群体具有稳定可持续的收入来源，自我发展动力和能力得到提升，抗逆力明

显增强，返贫风险低。
第Ⅱ类为收入“水平较高、波动较大”的暂时性困难人群，表现为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都较

高的“双高”特征，即收入水平相较于其他类型处于高位，日常风险亦能通过固有积累得以化

解，但一旦面临高风险则存在突发性返贫可能。 如灾难性医疗支出、大规模自然灾害、系统性市

场风险以及生命历程中的生计波动等。 这部分群体常常出现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状况，如果没

有做好风险防范，很容易由暂时性困难变成长期贫困。 如以 ＧＷ 县为例，这部分群体大约占建

档立卡群体的２３．５１％。
第Ⅲ类为收入“水平较低、波动较小” 的边缘人群，表现为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都较低的

“双低”特征，此类群体收入较低，因家庭缺乏劳动力或技术导致发展动力与发展能力不足，常
满足于既有现状，通过简单保守的生计策略使收入水平维持在略高于绝对贫困线状态，虽然遭

遇风险概率较低，但长期处于贫困线附近，若贫困线提升或风险无法内部化解，则存在返贫的可

能。 如以 ＧＷ 县为例，这部分群体大约占建档立卡群体的 ２４．５８％。
第Ⅳ类为收入“水平较低、波动较大”的易返贫群体，表现为收入水平较低、收入波动较大的

“一低一高”特征，陷入返贫的概率较大。 如可预见周期内，多子女家庭同时支付高等教育费

用、部分地区受“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传统陋习影响，导致大额支出骤增甚至负债而陷入贫

困。 如以 ＧＷ 县为例，这部分群体大约占建档立卡群体的 １５．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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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的思考与政策建议

无论是从贫困动态变化的内在逻辑分析，还是基于建档立卡数据分析和实地观察，研究结

果表明，一部分脱贫人口在收入水平和收入波动维度上仍然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 “十四五”
期间脱贫地区设置的五年过渡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阶段。 做好过渡期内脱贫人

口返贫风险防范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庞大工程。 过渡期，脱贫地区应强化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基

础性工作，围绕四类人群的基本特征、现实困难和发展需求采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的精准策略，从提升收入水平和减小下行波动两个方面拓展防贫路径，进而形成事前预防、及时

帮扶、动态清零的防贫“主流化”氛围，守好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一）强化防止返贫监测预警基础性工作

第一，健全完善防止返贫监测体系。 一是将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因病因灾因

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户作为重点监测对象。
重点监测对象的规模可以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当地农村总人口或扶贫建档立卡人口

规模的一定比例控制。 二是健全完善防止返贫的监测指标体系。 重点监测收入、支出水平变化

情况，生产经营情况，外出务工就业情况，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巩固情况，
病、残、学、灾和因意外事故等情况，以及帮助措施情况。 三是完善防贫监测工作机制，优化防贫

监测工作程序。 开展定期检查和信息分析，建立定期信息情况报告制度。 针对汛期、疫情等特

殊时期，有关部门应及时强化专项监测，研判脱贫成果巩固情况。
第二，健全完善防止返贫预警机制。 一方面，变事后帮扶为事前预防与及时干预帮扶相结

合。 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等要求，制定监测预警标准，对监测对象实行等级划分和标识管理。
另一方面，强化部门参与和信息共享。 创新工作方式，优化完善预警方式，建立农户主动申请、
部门做比对、基层干部定期跟踪回访相结合的易返贫致贫人口发现和核查机制，提出易返贫致

贫人口风险警示。 加强沟通衔接和信息共享，共同比对分析，及时确定返贫致贫的高风险对象

名单。 针对重大返贫风险制定相关风险发生的防贫应急预案，化解或应对相应返贫风险。
第三，建设防止返贫监测大数据平台。 一是以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结果为依据，以现有全国

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为基础，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大数据平台。 二是加强相关部门、单位数据

共享和对接，逐步形成覆盖所有类型低收入人口的数据体系。 实现与民政、残联、教育、医保、卫
生、住建等部门的信息互联互通，逐步拓展和完善基础数据库，形成包括易返贫人群等困难群体

在内的跨部门的覆盖所有类型的低收入人口的防贫大数据支持系统，充分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提

升监测准确性。 三是加强数据应用。 做好相关工作台账中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分析工作，动态更

新相关信息，强化统计监测和数据的分析、挖掘和利用，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对政策制定的支持

功能。
（二）针对四类不同脱贫人群实施精准防贫策略

针对收入“水平较高、波动较小”的稳定脱贫人群，分阶段、分层次、分类别调整脱贫攻坚期

超常规帮扶措施，同时，要充分利用新型城镇化机遇和国民经济中速发展的条件，发挥脱贫致富

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既巩固和扩大脱贫工作成效，又为农村社区防止返贫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

环境。 针对收入“水平较高、波动较大”的暂时性风险波动人群，充分发挥金融保险的风险转嫁

与分散、经济补偿与给付功能，为这类人群应对自然灾害、市场波动、带动断链以及事业、家庭变

故等风险装上“保险锁” ，在风险发生之际切实降低其承受灾损程度。 对遭遇重大疾病、突发事

故、意外伤害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暂时困难的群众加强临时救助、救济。 针对收

入“水平较低、波动较小”的边缘人群，在发挥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同时，通过机制创新激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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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力和潜力。 对有劳动能力的帮扶对象，给予小额信贷、技能培训、公益岗位等帮扶支持。
探索建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模式，不断完善订单农业机制，对订单农业关键环节予以补助，调动

脱贫对象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且无法通过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脱

贫对象，按规定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范围。 针对收入“水平较低、波动较大”的易

返贫人群，要以提高水平和减少下行波动为政策着力点，多措并举打好防贫“组合拳” ，这是当

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任务。 事实上，脱贫攻坚本身既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也为过渡期

脱贫人口返贫风险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脱贫攻坚中各地各部门采取了专门的预防贫困的

措施，如防贫保险、防疫体系建设、健康管理、产业体系的建设等，积累了丰富的防贫经验。 在过

渡期防止返贫保障体系建设中，脱贫地区应当认真吸纳这些宝贵经验并予以机制化、长效化。
同时，应当注意到，防贫工作成效难以被量化评估，防贫系统容易被忽视和冷落，因此，要完善考

核机制，把防贫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衡量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中赋予更大权重。
（三）从提升收入水平和减小下行波动两方面规划防贫路径

一方面，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等民生保障水平。 一是继续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确保除身体原因不具备

学习条件外脱贫家庭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不失学辍学。 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

师特岗计划、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养计划、银龄讲学计划、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优先

满足脱贫地区对高素质教师的补充需求。 二是保持健康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落实分类资助参

保政策，做好脱贫人口参保动员工作，合理控制脱贫人口疾病负担，有效防范因病返贫风险。 同

时，宣传普及健康理念，提高群众疾病预防意识，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 三是建立农村脱贫

人口住房安全动态监测机制和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制定气象灾害和地质灾害风险较大地区住

房安全应急管理预案，做好风险发生前的提前排查和发生后的应对救济。 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和地震高烈度设防地区农房抗震改造。 对少量需要搬迁而未搬迁的脱贫户开展生态宜居搬

迁工程。 四是继续确保并强化脱贫对象的饮水安全。 巩固维护好已建农村供水工程成果，不断

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做好受气象和自然因素影响较大脱贫地区的饮水安全应急管理预案，
保证饮水供给。

另一方面，将“防贫综合保险”作为减小下行波动的重要途径。 一是坚持社会保险原则，立
足于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 “防贫综合保险”的目标是在其他政策保险不充分的情况下，切
实解决村民牲畜疾病、作物受灾、市场急剧波动、意外伤害、疾病身故和就学养老等多种生产、生
活风险，并以“一揽子”保险的方式防止返贫。 要明确“防贫综合保险”的社会保险属性，以保障

基本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不应强调保险费与给付之间的完全对应，也不应以损失额度作为给

付对价，而要以保障参保人基本生活水平为限。 具体赔付标准可以国家贫困线为基底结合当地

物价水平动态调整。 二是坚持普惠性与特惠性相统筹，鼓励和调动一般村民参保，同时确保低

收入群体能够参保。 “防贫综合保险”以全体村民为参保对象，鼓励更多的村民参保。 对于建

档立卡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户和非贫低保户等困难群体，“防贫综合保险”可予以保费补贴或免

除。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政府补贴、集体经济补贴、产业发展基金提取、个人缴费及慈善募

捐等方式筹集资金对一般村民进行保费补贴，以调动村民参保积极性，形成资金的集结优势，充
分发挥余缺调剂、互助共济的作用。 三是要坚持权责利对应原则，调动多方面积极性。 要坚持

与权责利相对应、与贡献相挂钩的原则，坚持自愿参保、补贴激励的方式，具体内容上可以实现

菜单式点选，既体现社会保险的广泛性，又能提高参保积极性。 “防贫综合保险”的运作方式上

可参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等险种的方式，既在市场价格机制下体现企业社会责任，
也要实现承包公司保本微利，防止出现严重亏损影响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又要降低政府和参保

群体经济负担，多渠道多路径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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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ｅａｓｙ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１５．４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ｔｕｒ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ｔｈ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ｊｕｓｔ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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